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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２０２４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以下八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方面，对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马克思早期与后期著作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

讨；在价值理论研究方面，围绕劳动强度、价值规律、价值形式、非生产性劳动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在剥削理论

研究方面，对超级剥削、债务剥削、工作时间等问题，以及具体行业的剥削现象进行了分析；在资本积累理论研

究方面，对让渡利润、利润率测算、原始积累过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数字技术对资本积累的影响等问题

进行了考察；在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梳理与扩展，揭示了数字平台对

社会再生产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生息资本和金融资本理论以及金融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对当代资本主

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表现和应对方案进行了探讨；在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对西方左翼学者否定帝国主义理

论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围绕帝国主义的概念与理论展开了讨论。 ２０２４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依然围绕资本积

累与劳动剥削这两条主线，更加侧重基础理论研究，并从多角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对相关现实问题进行了

全面、深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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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八个方面系统梳理了 ２０２４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并对 ２０２４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整体特点进行了简要总结。 文献来源与前几年相比，在文献选取标准方面更加聚焦政治经济学，基于

此，部分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献未被纳入。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扬尼斯·尼诺斯（Ｇｉａｎｎｉｓ Ｎｉｎｏｓ）围绕《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循环的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１］尼诺斯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将逻辑与历史

对立或简单等同的两种倾向，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辩证的，既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特

征，又隐含着其历史发展过程。 尼诺斯通过对资本循环的三个公式的详细分析，揭示了资本循环的逻辑

结构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资本循环的逻辑序列既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共时结构，又隐含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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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积累到成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 尼诺斯指出，货币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包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两个阶段，购买生产资料的行为先于购买劳动力，这是资本关系在历史上产生的必要条件；在生产

资本循环中，流通不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生产资本循环体现了资本的积累机制，隐含着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历史发展；商品资本循环揭示了资本循环的总体性和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其以发达的资

本主义市场的存在为前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阶段相对应。 尼诺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循环的

辩证分析描绘了资本的自我运动，在逻辑方法占主导地位的框架内以扬弃的形式再现了其更广泛的历

史发展过程。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拉朱·达斯（Ｒａｊｕ Ｊ．

Ｄａｓ）认为，目前学界对于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机制缺乏深入探究，需要重新解释束缚的内

涵，并进一步拓展其应用范围。［２］达斯对现有的解释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这些解释倾向于将束缚一

词过度泛化，试图将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其中。 柯亨（Ｃｏｈｅｎ）等学者将束缚分为“发展束缚”
（生产力的发展超出生产关系可以容纳的限度）和“使用束缚”（生产关系阻碍对现有生产资源的合理使

用）等不同形式，达斯认为这种划分割裂了生产力发展与使用的内在联系，而且没有给予最重要的生产

力即直接生产者应有的重视。 达斯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强调进一步扩展生产力的概念，将自

然和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也包含在内。 达斯认为，自然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力要素，需要不断改善，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同时，直接生产者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才能

使其拥有并发挥生产能力，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化，进而限制了其生

产能力的发展。 达斯还探讨了帝国主义背景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强调帝国主义剥削通过资源

转移和经济政策影响南方国家的生产力发展。 达斯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作用

已经超过了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

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考林（Ｍａｒｋ Ｃｏｗｌｉｎｇ）围绕马克思早期与后期著作之间是否具有“连续性”的争论，聚焦“异

化”概念的理论地位，系统梳理了论战双方的主要观点并论证了“非连续性”观点的合理性。［３］考林指出，
支持“连续性”的学者将异化视为连接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核心线索，认为其以“商品拜物教”
“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等形式隐含于《资本论》等后期著作；而支持“非连续性”的学者则强调马克思在

１８４５ 年后发生了“认识论断裂”，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考林从多个方面对“连
续性”观点进行了批评，针对一些学者通过罗列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异化出现的段落进行论证的做法，考
林认为他们脱离了对具体语境的分析，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出现的异化与早期著作存在差异；“概念等同

论”（认为异化与剥削等概念等同）与实际不符，现实中存在高剥削、低异化的情况；认为马克思终生是黑

格尔主义者的观点忽视了马克思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马克思后期著作中许多涉及异化的段

落实际上与早期的异化理论存在差异，等等。 考林强调，尽管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偶尔也会出现异化一

词，但其理论框架已经从人本主义异化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结构的科学分析，异化概念被剩余价值、商
品拜物教等范畴取代，“连续性”论者忽视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人本主义的超越。

二、价值理论研究

迪潘卡尔·巴苏、卡梅伦·哈斯和塔诺斯·莫赖蒂斯（Ｄｅｅｐａｎｋａｒ Ｂａｓｕ，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Ｈａａｓ ＆ Ｔｈａｎｏｓ Ｍｏ⁃
ｒａｉｔｉｓ）研究了劳动强度提高对剥削率及剩余价值形式的影响，并通过将劳动强度参数纳入单部门与两部

门线性生产模型，系统分析了其理论机制。［４］ 他们首先定义了劳动强度提高所产生的双重效应：提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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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单位时间内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ＣＰＩＯ），其倾向于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效果类似；提高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价值的能力（ＣＣＶ），其倾向于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
工作日延长的效果类似。 模型分析表明，劳动强度提高必然导致剥削率上升，因而始终有利于资本家阶

级；剩余价值的形式取决于 ＣＰＩＯ 与 ＣＣＶ 的相对大小，如果 ＣＰＩＯ ＝ ＣＣＶ 或 ＣＰＩＯ ＜ ＣＣＶ，那么劳动强度的

提高只产生了绝对剩余价值；如果 ＣＰＩＯ ＞ ＣＣＶ，那么劳动强度的提高同时产生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

余价值，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在两部门模型中，部门 Ｉ 劳动强度提高时，部门 Ｉ 的剥削

率必然上升，部门 ＩＩ 的剥削率变化取决于 ＣＰＩＯ 和 ＣＣＶ 的相对大小，在长期中，阶级斗争和劳动力流动

可能会使各部门的劳动强度趋于一致。 几位学者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并未消失，而
是以劳动强度提高的形式持续存在，资本在法定工作日的限制下采取了“隐形剥削”的形式。

英格丽德·哈农（Ｉｎｇｒｉｄ Ｈａｎｏｎ）对自主论（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ｓｔ）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规律危机论”进行了分

析与批判。［５］哈农指出，自主论者的观点源于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错误解读，他们认为，随着马克思

所说的“一般智力”的发展，传统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机制会失效，导致价值规律陷入危机。 自主论

者强调非物质劳动的崛起，认为知识、创意和情感劳动等非物质活动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这些劳

动的不可测量性使得资本难以按照传统方式衡量价值。 哈农指出，自主论者混淆了价值与财富的区别，
他们将“一般智力”等同于价值创造主体，错误地将科学技术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等同于价值创造能力。
哈农批判了自主论者对马克思生产劳动概念的误读，指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与劳动的具体内容或

商品的物质性无关，而是基于劳动的社会形式。 哈农指出，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只不过是资本

通过技术重组强化劳动剥削的新策略，但自主论者将其视为价值规律陷入危机的证据。 自主论者的理

论弱化了价值理论对当代劳动转型的解释力，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则通过揭示抽象劳动的社会形式与剥

削的隐蔽机制，仍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矛盾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批判框架。
长谷清（Ｋｉｙｏｓｈｉ Ｎａｇａｔａｎｉ）基于宇野弘藏（Ｕｎｏ Ｋｏｚｏ）的理论，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和商

品拜物教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批判性分析”。［６］ 长谷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商品价值定

义为抽象劳动对象化的做法存在逻辑问题，商品的价值最初是在商品世界而非生产过程中确定的。 长

谷清分析了商品交换的特殊性，指出直接的商品交换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品所有者的需求各不

相同；商品交换分为主观交换和客观交换这两个阶段。 长谷清认为，在简单价值形式中，马克思未能充

分解释商品所有者如何通过交换关系赋予商品价值，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商品所有者的交换意图，而不是

抽象劳动；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商品所有者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交换比例，因此商品在不同交换等式

中的数量会有所不同；马克思通过将扩大的价值形式倒过来得到一般价值形式，但价值形式的两极具有

不可逆性；货币形式的出现并不是商品交换的自然产物，而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发展的必然结

果，货币的价值来源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 长谷清认为，商品拜物教并非源于抽象劳动，而是源于

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特定交换关系，价值形式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应当被整合为一个辩证的整体，这样

不仅能揭示商品拜物教的本质，还能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提供新的视角。
克莱尔·昆汀（Ｃｌａｉｒ Ｑｕｅｎｔｉｎ）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分

进行了重新阐释，并分析了“微笑曲线”对于全球价值链分析的意义。［７］ 昆汀指出，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

析往往将增加值视为衡量各环节对最终产品市场价值贡献的指标。 然而，这种分析掩盖了价值捕获与

价值创造之间的区别。 昆汀重新定义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认为只有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劳

动才是生产性的；诸如设计、营销和品牌管理等其他形式的劳动，虽然对利润的创造有贡献，但并不创造

价值，而是通过无形资产捕获价值。 昆汀提出了一个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方法：劳动作为

投入品是否得到了报酬；在交易进行时劳动是否提供了产出，这种产出可以是物质商品，也可以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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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同步进行的服务；这种劳动重组产生的物质是否超过了它消耗的物质。 昆汀认为，价值创造仅发

生于“微笑曲线”底部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两侧的研发、设计与营销、销售等并不创造价值。 在全球价值

链中，南方国家承担了低附加值的物质生产，北方国家则通过控制研发与品牌获取超额利润，从而使全

球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
路易斯·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Ｌｕｉｓ Ａｒｂｏｌｅｄａｓ － Ｌéｒｉｄ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

“研究影响力”指标（如引用量、期刊影响因子）的社会构建过程，及其在资本向学术领域扩张的过程中发

挥的作用。［８］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指出，现有文献虽然关注学术研究中的指标化现象，但未能深入解

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 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指出，研究影响力指标实质上是学术劳

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指数，其通过连接学术研究的社会生产（论文产量）与社会消费（引用量），验证

既定学术劳动是否产生了使用价值并且是否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与劳动强度下进行。 阿尔博莱达斯—
莱里达认为，指标化的兴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学术研究领域的扩张；学术劳动以私人化和独立化

的形式展开，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协调只能通过研究影响力指标这种间接

手段来实现。 然而，学术界仍保留了部分直接生产关系（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如同行评议，这表

明资本尚未完全统治学术领域。 因此，指标既是资本主义支配学术劳动的工具，也反映了学术界在资本

渗透下的矛盾状态———既依赖指标实现间接协调，又部分保留了传统的直接生产关系。
克莱门·克内兹（Ｋｌｅｍｅｎ Ｋｎｅ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持续存在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进

行了分析。［９］克内兹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无法直接应用于全球范围，尤其是在国际分工不均衡

且采取专业化形式的情况下。 为解决这一问题，克内兹提出“广义全球价值规律”概念，并引入“国家抽

象劳动时间”这一新的概念，强调劳动首先在一个国家市场中转化为国家抽象劳动，然后再进入全球市

场。 克内兹进一步探讨了国际价值增殖中的分配问题，特别是剩余价值率的国别差异。 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剩余价值率都接近 １００％且在长期内保持稳定，与各国生产率的差异并无显著联系。
这个结果与传统的基于剥削率差异解释不平衡发展的观点相矛盾。 克内兹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模式不仅加剧了不平衡发展，还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因为发达国家能够进

一步释放劳动力用于更先进的生产活动，发展中国家则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中。 克内兹认为，不平

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结果，而非简单的价值转移或不平等交换的产物。

三、剥削理论研究

托尼·伯恩斯（Ｔｏｎｙ Ｂｕｒｎｓ）重新梳理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剥削理论，并分析了当前流行的“超级

剥削”概念的理论缺陷。［１０］伯恩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剩余价值的五种榨取方式：延长工

作日时长、提高生产率、生产过程的高效组织、增加劳动强度以及压低劳动者的消费。 伯恩斯逐一分析

了这五种方式在不同情形下对剥削的影响。 伯恩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综合使用多种剥削方式来

维持利润，而非依赖单一手段。 伯恩斯认为鲁伊·莫罗·马里尼（Ｒｕｙ Ｍａｕｒｏ Ｍａｒｉｎｉ）等学者提出的“超
级剥削”概念在理论层面仅关注压低劳动者消费这一个方面，忽视了马克思剥削理论中其他重要的剩余

价值榨取方式；“超级剥削”概念也忽视了北方国家同样存在的劳动者消费被压低的现象（如“不稳定无

产者”的存在），并低估了管理创新在南方和北方国家剥削中的普遍性。
贡萨洛·杜兰和迈克尔·斯坦顿（Ｇｏｎｚａｌｏ Ｄｕｒáｎ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ａｎｔｏｎ）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了智利

缩短工作时间对经济、劳动关系及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的影响。［１１］杜兰和斯坦顿指出，尽管缩短工作时间

可能直接减少剩余劳动时间，但资本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增强劳动灵活性以及提高固定资本使用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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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提升单位时间内的劳动量，以维持甚至提高剩余价值率。 杜兰和斯坦顿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

论构建了几何模型，用图形方式展现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等变量的关系，并用智利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智利的每周工作时间从 ４５ 小时缩短至 ４０ 小时，
其生产率提高了近 ５０％ ，实际工资增长了近三分之一，但剩余价值率从 ９３％ 飙升至 １４０％ ，资本攫取了

６２％的新增价值；劳动强度提高所产生的收益并未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平均分配，尽管工人的工资上涨

了，贫困水平也出现下降，但资本获取了大部分好处。 杜兰和斯坦顿进一步分析了智利 ２０２３ 年颁布的

法律的具体条款，如灵活调整工作时间（一个月内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４０ 小时即可），可与工会协商将

每周工作时间延长到 ５２ 小时，加班时间可用于兑换带薪假，等等。 杜兰和斯坦顿指出，这些规定赋予资

本更大的灵活性，使其能够消除“无效时间”并加快生产节奏，实际上在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表象下实现

了劳动强度的提高。
尼克·伯恩斯（Ｎｉｃｋ Ｂｕｒｎｓ）研究了美国社会中的学生债务问题，探讨了其现状、历史发展、社会影响

及引发的争议。［１２］美国学生债务的规模极其庞大，总额达 １. ７ 万亿美元，高于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债务，三
分之二的美国本科生需要借钱来支付学费，其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负担最重。 伯恩斯认为，学生债务不

仅是个人的经济负担，更是影响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分裂，
对美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伯恩斯回顾了美国学生金融体系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脉络，
描述了学贷美（Ｓａｌｌｉｅ Ｍａｅ）等金融机构在学生债务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深入分析了美国学生债务

问题对社会阶层、教育机会、经济稳定以及政治格局等多个方面的影响。 伯恩斯指出，美国低收入家庭

的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的比例远低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学生债务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学生债务还对个人的经济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推迟结婚、无法购房等，限
制了个人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学生债务问题也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同政治派别对学

生债务减免持不同立场，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教育体系、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的深刻矛盾。
大卫·斯宾塞（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ｐｅｎｃｅｒ）比较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未来工作时间的展望及其当代相关

性。［１３］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出发，指出阶级斗争是缩短工作时间的关键；凯恩斯则基于宏观经

济调控，预言技术进步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逐步减少工作时间，最终达到每周 １５ 小时工作制。 斯宾

塞认为，尽管马克思和凯恩斯在分析方法和政治立场上有显著差异，但他们在减少工作时间方面有以下

共同之处：他们都认为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闲暇时间；他们支持减少工作时间的原因在于对（资本主

义下的）工作持负面态度；两人都强调了将时间花在工作之外所带来的收益，鼓励人们参与各种创造性

活动；他们都强调了技术在减轻工作负担方面的作用；两人都关注阻碍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权力来源；
他们都提供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思想。 斯宾塞指出，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工作时

长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因女性劳动力参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而出现增长，主要原因包括工人谈判能

力被削弱、政策放弃充分就业目标及技术未服务于工作时间缩减。 斯宾塞强调，当前需要通过系统性的

改革缩短工作时间，通过平衡技术进步与权力分配实现更人性化的工作与生活，而非单纯追求效率或

增长。
自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以来，奢侈品牌通过推出低价产品向中低阶层渗透，形成了所谓的“奢侈品

民主化”。 马尔科·拉赫和安德烈·苏什扬（Ｍａｒｋｏ Ｌａｈ ＆ Ａｎｄｒｅｊ Ｓｕšｊａｎ）从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后

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角度对大众奢侈品现象进行了分析。［１４］拉赫和苏什扬认为，现代大众奢侈品既需要大

规模生产以实现利润，又需要维持“稀缺性”幻觉以巩固品牌权力，二者之间存在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的

视角看，“品牌拜物教”掩盖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大众奢侈品通过创造新的需求延缓了利润率下

降趋势，并通过制造“阶级相似性幻觉”发挥了稳定阶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制度经济学从凡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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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的“炫耀性消费”概念与加尔布雷斯的“企业操控需求”理论的角度，揭示了品牌如何成为社会地位的

象征，以及企业怎样通过广告、明星代言和限量营销塑造消费者欲望。 后凯恩斯主义则从企业定价与消

费者行为的角度，指出寡头企业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将高固定成本转化为品牌溢价，并通过跨市场补贴和

销毁滞销商品维持稀缺性。 拉赫和苏什扬指出，“奢侈品民主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品牌叙事

操控需求、获取高额利润并维持社会稳定的策略，消费者行为受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双重驱动，其进一

步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异化本质。
西格德·诺德利·奥佩加德（Ｓｉｇｕｒｄ Ｍ Ｎｏｒｄｌｉ Ｏｐｐｅｇａａｒｄ）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形式从属”与“实际从

属”理论，分析了挪威奥斯陆出租车行业的平台化现象及其对司机工作条件的影响。［１５］ 奥佩加德认为，
出租车行业中的劳动与资本属于形式从属关系，出租车平台虽然引入了新的细分市场和数字技术控制，
但尚未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实际从属。 研究发现，出租车平台通过算法分配订单、动态定价和评分系统间

接控制司机收入，但司机的劳动过程与传统模式并无差异———司机仍需长时间工作，依赖计件工资，而
且司机的工作具有较高自主性；平台的奖励机制能够激励司机增加工作时间，但并未直接干预司机的驾

驶行为，评分系统的存在并未对司机的行为造成明显约束。 奥佩加德指出，平台“算法管理”的核心功能

是管理市场关系，而非控制劳动过程。 奥佩加德批评现有研究往往高估了平台技术的变革性，他强调需

要结合具体情境分析其影响，避免技术决定论。 奥佩加德指出，挪威的案例表明，平台化更多体现的是

资本通过数字工具加强对劳动的控制，而非彻底重组劳动过程，尽管平台化将来可能导致劳动对资本的

实际从属，但目前仍需对平台控制劳动过程所产生的后果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学术出版业的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分析。 路易斯·阿尔博

莱达斯—莱里达（Ｌｕｉｓ Ａｒｂｏｌｅｄａｓ － Ｌéｒｉｄａ）对“同行评审无偿劳动论”进行了批评。［１６］“同行评审无偿劳动

论”认为，商业出版商所取得的高额利润来自对学者无偿劳动的剥削。 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认为该观

点的两大核心论点———同行评审完全无偿与同行评审是主要利润来源———均存在根本性的理论错误。
首先，同行评审是有报酬的，即使这种劳动的剥削率很高，也不能将之归入无偿劳动。 其次，根据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学术出版领域的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其利润主要来自全社会剩余价值

的再分配，同行评审的贡献微乎其微。 为深入揭示同行评审的实质，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借鉴了《资
本论》第二卷对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区分，认为同行评审作为稿件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类似于葡

萄酒发酵中的自然力作用时间，属于生产时间中的劳动中断期；资本在此期间停止增殖，出版商仍需投

入基础设施，因而产生了额外成本；由于同行评审具有自愿性和不可控性，因而出版商的资本周转与价

值增殖有陷入停滞的风险。 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呼吁回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清学术出版商

真正的利润来源，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策略，反抗当前的资本主义学术出版体制。

四、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阿尔珀·杜曼和艾哈迈德·托纳克（Ａｌｐｅｒ Ｄｕｍａｎ ＆ Ａｈｍｅｔ Ｔｏｎａｋ）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让渡利润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及其作用，并对土耳其房地产和金融部门的让渡利润进行了测算。［１７］ 杜曼和

托纳克区分了“生产性利润”（剩余价值）与“非生产性利润”（让渡利润），认为剩余价值源于生产过程中

对劳动力的剥削，让渡利润则通过非生产性交易（如公共土地私有化和金融信贷）实现价值转移，其本质

是通过权力不对等交易（如垄断地租、债务契约）实现的财富再分配。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１
年，土耳其房地产部门的让渡利润总额为 ９３. １ 亿美元，金融部门的让渡利润总额达到了惊人的 ５７２. ３ 亿

美元，这两个部门的让渡利润总额占企业利润总额的 ９. ２３％ ，这几个数字都不容小觑。 杜曼和托纳克指

８６

　 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



出，虽然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更容易产生高额的让渡利润，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公共土地

私有化和债务驱动的消费主义，因而让渡利润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应当将让渡利润作为独立的分析范

畴，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
卡洛斯·加西亚（Ｃａｒｌｏｓ Ａ． Ｄ． Ｇａｒｃｉａ）通过分析哥伦比亚最大的 ４９６３ 家公司的财务数据，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利润率在公司和行业间的分布特征。［１８］ 加西亚采用了非参数估计方法中

的核密度估计方法，将利润率定义为税后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 此外，加西亚还计算了简单算术平均利

润率和加权平均利润率，以分析行业内部的异质性和资本集中情况。 实证结果表明：各企业的利润率存

在显著的差异，呈非正态单峰帐篷形分布，简单算术平均利润率高于中位数利润率，说明大多数公司的

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只有少数公司的利润率较高；有相当比例的公司出现亏损，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于资本积累与增殖动态的分析一致；行业层面的平均利润率也存在较大差异，从 － ２. ３％ 到 ９. ５％ 不

等，而且没有出现严格的短期利润率平均化现象，这表明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受多种因素影响；从利润率

的行业分布来看，大多数行业呈现类似的单峰帐篷形分布，但矿业、金融和媒体行业的分布形态有显著

差异，其原因在于部分公司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更有效的劳动组织实现了较低的单位成本和较高的利

润率。
卡洛斯·伊瓦拉（Ｃａｒｌｏｓ Ａ． Ｉｂａｒｒａ）分析了墨西哥经济中利润份额上升与资本积累率长期停滞之间

的结构性矛盾。［１９］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末，墨西哥私营企业部门的利润份额从 ５７％上

升到 ６７％ ，但资本积累率却始终维持在 ３. ５％左右的低位。 通过剑桥积累方程和韦斯科普夫利润率分解

框架，伊瓦拉指出这种脱节源于两方面：一是产出 ／资本比率下降导致利润份额的上升未能与利润率的

提高相对应（直接效应弱化），二是利润中的投资份额未随利润增长而提高（间接效应缺失）。 在制造业

领域，这种脱节尤为显著。 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墨西哥的资本积累率不仅受国内产出 ／资本比率下降拖

累，还受墨西哥与美国制造业相对利润率的持续下滑（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 ２. ８４ 降至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

末的 ２. ２９）拖累，因为在产业高度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墨西哥企业的投资决策既取决于

国内利润率，也取决于国内利润率与国外利润率的相对变化情况。 此外，金融化指标显示，净利息支付

占利润的比例从 ５. ５％提高到 ７. ２％ ，其通过挤压投资份额（估计导致投资份额下降约 ３. ６ 个百分点）进
一步削弱了资本积累。

奇汉·西内姆雷（Ｃｉｈａｎ Ｃｉｎｅｍｒｅ）分析了土耳其的财政政策所驱动的原始积累过程及其对社会各阶

级的影响。［２０］西内姆雷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当代土耳其仍存在，“财政剥夺”（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
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构成了土耳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导致了普通民众的贫困和社会财富向大资本的集

中。 西内姆雷认为，土耳其的财政剥夺是国家强制力与资本积累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涵盖税收、国债、
公共采购制度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项目等。 土耳其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如对进

口的依赖和经常账户赤字，这使得原始积累成为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埃尔多

安政府利用危机进一步推动了私有化、税收改革和公共采购制度改革。 西内姆雷指出，土耳其的净债务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７. ５％上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２. ２％ ，政府债务产生的利息支出也迅速增

加。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税率，主要针对中小资产阶级和工薪劳动者；土耳其的公共

采购法律经历了多次修订，公共采购缺乏竞争和透明度，例外条款的存在与协商程序的滥用为权力寻租

提供了条件；土耳其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的问题，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

担，资产阶级则获得了稳定的利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认为，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托马斯·皮凯蒂试图揭示“资本主

义的一般规律”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因为他们忽视了制度的异质性及其动态变化。 埃米利亚诺·布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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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和法比安娜·克里斯托法罗（Ｅｍｉｌｉａｎｏ Ｂｒａｎｃａｃｃｉｏ ＆ Ｆａｂｉａｎａ Ｄｅ Ｃｒｉｓｔｏｆａｒｏ）批评了阿西莫格鲁的观点，
他们认为阿西莫格鲁所说的制度的动态变化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一般规律”。［２１］ 皮凯蒂通过长时段经验

研究发现了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规律”。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 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宣称推翻了皮凯蒂所发现的“规律”，并据此认为所有试图得出“资本主义一般规

律”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 布兰卡乔和克里斯托法罗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与

修正，修正后的实证检验结果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为皮凯蒂所发现的“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 布兰卡乔

和克里斯托法罗认为，皮凯蒂所发现的“规律”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集中规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资本

集中比收入不平等更重要，因为其涉及资本控制权的集中。 布兰卡乔和克里斯托法罗通过对资本集中

度的实证分析，发现资本集中度与资本回报率和 ＧＤＰ 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支持了马克思所

揭示的资本集中规律。 阿西莫格鲁认为，制度的异质性和动态变化意味着存在多种可能的制度和政策

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作为“反事实”（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来否定“一般规律”。 布兰卡乔和克里斯托法罗对阿

西莫格鲁的“反事实”认识论进行了批评，认为“反事实”的存在并不必然否定“一般规律”，因为制度动

态变化也可能加强这些规律。
迈克尔·高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ａｕｌ）通过工资曲线（ｗａｇｅ ｃｕｒｖｅｓ）这一工具，从概念、理论和实证三个层面

回应了对马克思技术进步理论的批评。［２２］高尔指出，马克思将技术进步定义为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
单位净产出所需的劳动总量减少，这种技术进步的“弱定义”允许存在劳动节约型、资本使用型和混合型

技术进步，但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通常表现为资本偏向型（即“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

步”）。 高尔选取了奥地利、德国、美国等 １３ 个国家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基于 ＯＥＣＤ 的投入产出表数

据和 ＳＴＡＮ 数据库，构建了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工资曲线的历史变化。 研究发现，各国总劳动生

产率均保持上升，从而验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生驱动技术进步”的核心命题；资本生产率的演变

呈现出国别差异，这一结果表明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并非唯一路径；大多数国家的工资曲线都接近线

性，而且代表新技术与旧技术的工资曲线的交点位于实际利润率的右侧，表明资本家更倾向于选择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技术。 高尔指出，马克思的“弱定义”能够解释资本主义技术变革的核心机制，为我们分析

资本主义动态提供了有力工具，但仍然需要纳入更广泛的社会与生态维度以进一步拓展其解释边界。
胡里奥·华托（Ｊｕｌｉｏ Ｈｕａｔｏ）探讨了数字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积累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以

及社会主义者如何应对这一挑战。［２３］华托认为，数字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的技术条件，还加剧了阶

级斗争，成为资本积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工具；数字技术本质上是劳动合作的高级形式，但这种合

作的成果被资本剥夺，成为剥削工人的手段；数字技术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但这种“劳动

时间经济”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受到资本积累和社会需求的限制。 华托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强大的

新技术的主要用途都是阶级斗争，数字技术也不例外；数字技术并未实现节约劳动时间并促进人类解放

的目的，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实施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载体。 华托批评了伴随数字技术革命

产生的三种意识形态———去实体化技术（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技术决定论（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
ｉｓｍ）和机器反叛（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ｕ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恐惧。 华托认为，这些意识形态掩盖了技术的物质基础与阶级矛

盾，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技术本身而非生产关系。 华托最后呼吁，社会主义者应当打破技术异化，通过民

主化控制将技术重新定向为解放工具，而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终结资本对技术的支配，数字技术的未

来取决于工人能否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建以民主计划为基础的技术治理体系。
保罗·伯克特（Ｐａｕｌ Ｂｕｒｋｅｔｔ）探讨了音乐在人类发展和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作用。［２４］ 伯克特认为，音

乐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资本主义推动了音乐的商品

化，音乐家的创作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要，从而限制和扭曲了人类的创造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音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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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工作、交通、购物、娱乐等场所提供了背景音乐，这些音乐的选择是出于资本的需要，而不是人类

发展的需求；我们需要通过全面的斗争来争取用音乐自主表达个人情感和政治情感的自由———在资本

主义音乐的主导趋势中努力开辟新的表达形式，反抗资本将个人和集体自由表达自身的音乐作品商业

化和异化的倾向，以创造性和反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现有的音乐形式。 伯克特指出，一些自由的音乐表

达方式（如自由爵士）能够帮助基层民众摆脱资本主义音乐和文化产业的控制，音乐技术的变化也为反

抗资本主义音乐产业中的异化提供了基础———一些年轻音乐家能够利用计算机、数字化乐器和互联网

创造性地表达和沟通情感。 伯克特呼吁社会重新审视音乐的价值，将文化视为一种公共品，为音乐家和

其他文化生产者提供收入保障与国家补贴。

五、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

马尼·霍尔博罗（Ｍａｒｎｉｅ Ｈｏｌｂｏｒｏｗ）重新评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性别理论中的地位，回应了学

界对恩格斯的批评，并揭示了恩格斯的理论对分析当代性别压迫与家庭危机的现实意义。［２５］霍尔博罗指

出，恩格斯受摩尔根《古代社会》启发，结合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提出了家庭形式和女性地位随生产方

式演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 恩格斯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相对较新的现象，原始社会并不存在对

女性的压迫，资本主义通过将家务劳动制度化为一种私人服务，进一步加剧了对女性的压迫，但女性参

与社会化生产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以及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从而为女性的集体抗争创造了条

件。 霍尔博罗回应了女性主义者对恩格斯的批评，如过度依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理论时过于侧

重经济因素，存在性别偏见，等等。 霍尔博罗指出，恩格斯虽然借用了摩尔根的许多术语，但其核心在于

揭示家庭形式演变的物质基础。 不可否认，恩格斯的语言受到当时关于性别角色的成见影响，但恩格斯

显然认识到了性别角色是由社会构建的。 霍尔博罗强调，恩格斯的分析为我们认识当代性别压迫问题

提供了宝贵的工具，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还为我们解决性别压迫问题提供了

革命的政治视角。
亚历山德拉·皮莱蒂奇（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ａ Ｐｉｌｅｔｉ ｃ＇ ）以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的食品配送、清洁和护理平台为

例，研究了新自由主义下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工资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影响。［２６］ 皮莱蒂奇认为，平台并没

有完全颠覆现有制度，而是从内部改造了新自由主义，使其产生了“混合化”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过程。 根据

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混合化”指的是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相互作用而发生转变的过程。 皮莱蒂奇认

为平台就引发了类似的“混合化”过程，这种混合化没有造成现有的社会妥协破裂，而是适应了现有的制

度环境，从整体上维护了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 皮莱蒂奇聚焦“工资—劳动关系”这一制度形式，对调节

学派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扩展，将社会再生产维度纳入进来。 皮莱蒂奇认为，平台融入了新自由主义的两

种发展动态：一是嵌入灵活且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吸纳迫切需要工作的失业或就业不足的

工人；二是回应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危机，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和服务，满足了因新自由主义紧

缩政策而陷入困境的个人和家庭的再生产需要。 皮莱蒂奇指出，平台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延续与局部

重构，“平台资本主义”的提法过分夸大了平台的颠覆性作用，“混合化”概念则准确描述了二者的动态

关系。
盖尔盖伊·塞尼（Ｇｅｒｇｅｌｙ Ｃｓáｎｙｉ）重新审视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家务劳动辩论”，指出其围绕

“价值”与“身体和亲密关系”两大主题展开，但后者被长期忽视。［２７］ 塞尼认为，家庭是商品链的起点，家
庭所创造的价值被“全球社会工厂”的诸多节点所榨取；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依赖廉价劳动力，家庭主

妇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种处于从属地位的特殊廉价劳动力形式。 女性身体在亲密关系、生育、抚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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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性方面的能力被赋予了资本主义功能，亲密关系成为了生产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这种对女性的

压迫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无法被任何其他结构性因素所替代。 塞尼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将

价值生产局限于工资劳动的做法，强调反资本主义运动需打破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等级划分”，承认家

庭、非正式经济及边缘群体在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地位，并揭示资本如何通过身体压迫将亲密关系转化为

积累策略。 塞尼呼吁将社会再生产分析从狭隘的经济范畴扩展到身体政治与全球不平等，认为反资本

主义斗争必须同时挑战资本主义的价值榨取机制及其对人类关系的异化，尤其需要关注女性在资本主

义中的结构性角色，以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全面颠覆。
贾斯敏·乔利—舒尔茨（Ｊａｓｍｉｎｅ Ｃｈｏｒｌｅｙ － Ｓｃｈｕｌｚ）分析了工人阶级士兵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

角色与地位。［２８］乔利—舒尔茨认为，士兵虽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因其依赖工资维生且士兵的劳动与

工人的劳动一样被剥夺，因而应将其纳入工人阶级范畴，但军事劳动的特殊性（暴力实施）使士兵与无产

阶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士兵通过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乔利—舒尔茨认为，士兵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三种再生产职能。 第一，士兵通过提供建设、工程、医疗、
战斗和杀戮等各种具体活动，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功能，通过镇压性力量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并在全球范

围内维持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 第二，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士兵通过为家庭赚取工资维持士兵家

庭的再生产。 第三，士兵通过军营和家庭中的无偿劳动维持工人阶级自身的日常再生产。 乔利—舒尔

茨指出，历史上士兵既可能成为革命主体，也可能沦为反动工具，其政治立场取决于意识形态斗争与具

体历史条件；士兵的角色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调和的

矛盾。

六、货币金融理论与金融化研究

布鲁诺·赫菲格、莱昂纳多·帕斯·穆勒和伊德利·科隆比尼（Ｂｒｕｎｏ Ｈöｆｉｇ，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Ｐａｅｓ Ｍüｌｌｅｒ ＆
Ｉｄｅｒｌｅｙ Ｃｏｌｏｍｂｉｎｉ）从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的二重功能———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

币———出发，通过区分“作为货币的货币经营资本”（ＭＭＤＣ）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经营资本”（ＭＣＤＣ），发
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概念，为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不同角色及其

演变提供了解释。［２９］赫菲格、穆勒和科隆比尼认为，生息资本并非指特定的资本形式，而是资本主义信用

体系下所有资本的表现形式；银行与非银行机构的净收入采取了利润而非利息的形式，因而不能将它们

归为生息资本，实际上它们分别属于 ＭＭＤＣ 和 ＭＣＤＣ 的形式。 作为 ＭＭＤＣ 的银行通过管理货币的支付

流通来降低社会流通成本，以提高平均利润率；作为 ＭＣＤＣ 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则通过配置储蓄资金参与

资本增殖，推动资本市场的扩张。 二者的分化源于资本主义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利润率的内在趋势。 赫

菲格、穆勒和科隆比尼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管理金融财富方面的重要性逐渐

超过了银行，影子银行、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化现象迅猛发展，这一趋势源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内在冲动。
比尔·邓恩（Ｂｉｌｌ Ｄｕｎｎ）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了货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

及其与价值、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３０］邓恩提出了四个论点：第一，货币早于资本主义数千年就已存在，
货币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衡量尺度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货币化是一个尚未完成的

进程。 第二，即便从严格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来看，货币也不能完美地衡量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

值。 货币自身的价值受生产率变化影响，而且货币的不同职能之间存在冲突，货币的非消耗性也使其无

法反映当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三，作为世界货币的商品货币，只有通过国内和国际间的协调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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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 货币的国际职能始终依赖国家权力，而非市场自发秩序。 第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消除

了所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这使得如果不深入理解国家的作用及其货币政策，就无法理解价格与价格失调

现象。 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后，价值与价格的直接对应彻底消失，国家只能通过货币政策主动塑

造货币价值。 邓恩强调，当代的金融化发展并非国家失控的结果，而是国家与资本共谋的产物，国家通

过救助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延缓危机，但也为新一轮的金融不稳定与危机埋下了隐患。
米格尔·里韦拉（Ｍｉｇｕｅｌ Ｒｉｖｅｒａ）等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中金融资本权力集团的形成及其经济与社

会影响。［３１］里韦拉等指出，金融资本是摆脱了特定职能限制的大资本，能够在工业、金融和商业领域同时

运作，其形成受到技术革命、信用过度膨胀以及资本再生产地理空间扩张等因素的推动；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金融资本频繁采取高风险操作手段，并不断强

化其垄断地位，致使危机爆发的频率与日俱增。 里韦拉等认为，作为最后贷款人的美联储已经从经济稳

定的守护者转变为金融资本权力集团的合作伙伴；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ＴＡＲＰ）与量化宽松政策购买有毒资产，将危机成本转嫁给社会，成为权力集团的“最后投资者”。 里韦

拉等强调，当前金融资本权力集团通过数字平台和全球银行体系强化剥削与控制，这一权力集团的持续

扩张可能将资本主义推向系统性崩溃，而中央银行的救市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限，再无法掩盖资本过度

积累、利润率下降和阶级对立的深层结构性困境。
佩德罗·罗梅罗·马克斯和费尔南多·鲁吉茨基（Ｐｅｄｒｏ Ｒｏｍｅｒｏ Ｍａｒｑｕｅｓ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ｕｇｉｔｓｋｙ）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间巴西经济中的食利者收入份额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考察。［３２］ 马克斯和鲁吉茨

基对功能性收入分配框架进行了扩展，将国民总收入划分为食利者收入、工资、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四

部分，在食利者收入方面集中于金融掠夺（工人家庭的债务利息支付）的作用。 研究发现，尽管食利者收

入的份额总体保持稳定，但其内部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金融掠夺成为食利者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因

素。 马克斯和鲁吉茨基将食利者收入分解为金融公司收入和家庭利息收入，研究发现，金融公司收入份

额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间降低了一半，家庭利息收入份额不但并未下降，反而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间保持了增

长；２０１２ 年后的政策干预（如压低利差）短暂压缩了食利者收入，但 ２０１５ 年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使食利

者收入再次反弹。 马克斯和鲁吉茨基指出，虽然工人阶级在劳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份额增加了，但他们

通过利息支付将更多的收入转移给了食利者，导致修正后的工资份额在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间几乎持续下

降，企业利润份额也在此期间下降，政府收入份额则因政府债务利息支付减少而有所增加。 马克斯和鲁

吉茨基的研究强调了金融化对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所产生的深层影响，为理解巴西经济中的

分配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
贾拉尔·卡纳斯和马尔科姆·索耶（Ｊａｌａｌ Ｑａｎａｓ ＆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Ｓａｗｙｅｒ）考察了海湾合作委员会（ＧＣＣ）

六个成员国近三十年来的金融化发展历程。［３３］ 卡纳斯和索耶指出，ＧＣＣ 国家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独特

性，ＧＣＣ 国家凭借石油财富建立了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其金融化过程也与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密切相

关。 卡纳斯和索耶分析了主权财富基金在 ＧＣＣ 国家金融国际化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基金已成长为国际

金融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参与者，它们凭借在全球范围布局投资，不仅促进了 ＧＣＣ 国家的经济转型，还增

强了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卡纳斯和索耶详细分析了伊斯兰金融在 ＧＣＣ 国家的兴起及其对金

融化的影响，伊斯兰金融禁止利息支付和纯货币投机，注重风险共担和实物资产投资，这使其与传统金

融有本质区别。 整体来看，ＧＣＣ 国家的金融化并未简单复制西方经验，而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化

资产配置，以及伊斯兰金融的本土创新，形成了一种混合型金融体系。 卡纳斯和索耶指出，尽管 ＧＣＣ 国

家的金融体系在深度和复杂性方面仍与其他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其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高风险资

产和伊斯兰金融的国际化扩张，深刻影响了全球资本流动；ＧＣＣ 国家的金融化虽有独特优势，但也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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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挑战，包括如何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伊斯兰金融与国际金融标准的融合等。
安德鲁·霍尔丹、亚历山德罗·米利亚瓦卡和维拉·帕莱亚（Ａｎｄｒｅｗ Ｇ． Ｈａｌｄａｎｅ，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Ｍｉｇｌｉａ⁃

ｖａｃｃａ ＆ Ｖｅｒａ Ｐａｌｅａ）分析了欧盟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ＩＦＲＳ）对经济金融化和企业行为的影响。［３４］ 他

们构建了一个基于标准投资模型的扩展模型，纳入影响企业投资的多种因素，包括企业投资机会、盈利

能力、其他企业特征（如债务杠杆、财务支付、生命周期阶段、所有权结构）以及外部因素（如技术发展、行
业法规、货币政策等）。 霍尔丹、米利亚瓦卡和帕莱亚选取了欧盟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９ 年间 ５３０１ 家非金融企业

的数据进行研究，这些企业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４ 年间采用了国内一般公认会计原则（ＤＧＡＡＰ），２００５ 年起被强

制采用 ＩＦＲＳ。 他们采用了多种投资衡量指标，包括资本支出（ＣＡＰＥＸ）、资本支出加兼并收购（ＣＡＰＥＸ ＋
Ｍ＆Ａ）等，以全面反映企业的投资行为。 描述性统计与计量分析表明，ＩＦＲＳ 企业的投资水平普遍低于

ＤＧＡＡＰ 企业；无论是从资本支出还是更广泛的投资指标来看，ＩＦＲＳ 企业的投资敏感度都显著低于

ＤＧＡＡＰ 企业；ＩＦＲＳ 实施后，企业的投资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投资水平下降，财务支出增加，尤其是股东

分红与资本支出的比例显著上升，表明企业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股东，而非用于长期投资。 霍尔丹、
米利亚瓦卡和帕莱亚指出，ＩＦＲＳ 的实施确实促进了欧盟企业管理中的短期主义，降低了企业对实体经济

的再投资；会计准则不仅是技术性规定，更是塑造经济和社会的有力工具，其制定应考虑公共政策目标。
佩林·阿克恰冈—纳林和阿德姆·亚武兹·埃尔韦伦（Ｐｅｌｉｎ Ａｋçａｇüｎ － Ｎａｒｉｎ ＆ Ａｄｅｍ Ｙａｖｕｚ Ｅｌｖｅｒｅｎ）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金融化与军事化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３５］ 阿克恰

冈—纳林和埃尔韦伦指出，美元霸权确保了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化中心的霸权地位，这种经济权力使美国

能够维持庞大的军事预算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数百个军事基地，这反过来又维护了美国的政治权力，从而

确保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在实证分析方面，阿克恰冈—纳林和埃尔韦伦用军事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

量军事化程度，并采用了一系列金融化衡量指标。 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化衡量指标与军事化之间存在

复杂的关系，比如军事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与净利息（或净股息）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
其与金融利润占非金融利润的比重之间存在二元因果（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关系；如何界定利润率以及是

否将金融因素纳入进来对于研究结果至关重要；军事支出与一般利润率（即未修正的利润率）和金融利

润率均呈正相关，而且军事支出与金融利润之间的相关性，比其与一般利润率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
阿克恰冈—纳林和埃尔韦伦指出，金融化与军事化的复杂互动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金融化为

美国军事支出提供了资金支持，军事力量则保障了美元霸权与金融资本扩张。

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于 ２０２４ 年出版了著作《生态辩证法：社会与自然》。 在

该书的引言中，福斯特分析了生态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与解决路径。［３６］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揭示了人类劳动作为一种自然力与地球物质循

环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资本主义通过异化劳动和对自然的掠夺产生了“物质变换裂缝”，表现为土壤肥力

衰竭、森林退化等局部生态危机，并在人类世升级为地球系统层面的危机。 福斯特批评了苏联和西方马

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忽视，认为这种忽视导致了对生态危机的忽视。 福斯特呼吁恢复和发展生态

辩证法，他强调，生态辩证法不仅是一种理论工具，也是一种实践指南。 福斯特分析了生态危机的全球

性特征，指出当前的生态危机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全球合作，通过社会

革命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当前资本通过“自然金融化”（如碳交易）加速掠夺地球的趋势，福斯

特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路径：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为工具，联合全球工人阶级与环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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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推动“有计划的去增长”战略，打破资本无限积累逻辑，实现可持续的生态文明。
阿尔曼·斯佩斯（Ａｒｍａｎ Ｓｐéｔｈ）围绕“生态社会主义与去增长”主题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进行

了访谈，福斯特在访谈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去增长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这些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

之间的关系。［３７］福斯特解释了“去增长”和“去积累”之间的联系，认为去增长是一个模糊的术语，真正关

键的是零净资本形成，即去积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积累。 福斯特详细阐述了“计划性去增长”
的概念，认为去增长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都离不开规划，民主规划在社会各层面的实施是实现实质性平

等、生态可持续和人类生存的唯一途径。 福斯特回应了一些学者对去增长理论的批评，认为这些批评基

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狭隘理解，生产力的提高应当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即使在零净资本形成的背景

下，也可以通过减少单位产出的劳动时间来提高效率，从而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福斯特强调，当今科学

表明，如果不对社会经济制度、应用技术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进行彻底变革，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气
候变化、化学污染、塑料泛滥、水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等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体系，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彻底摒弃资本积累逻辑。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榨取主义（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ｉｓｍ）在人类世时代的发展及其对全球生态危机的

影响。［３８］福斯特指出，榨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工业革命

和“大加速”时期；榨取主义不仅是对资源的过度开发，更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对地球系统的破坏

性影响的体现。 福斯特深入探讨了榨取主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掠夺自然的分析。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对自然的掠夺，这种掠夺不仅包括对土地和身体的掠夺，还包括对地球

本身的掠夺。 福斯特介绍了乌拉圭生态批评家爱德华多·古德纳斯（Ｅｄｕａｒｄｏ Ｇｕｄｙｎａｓ）的榨取主义理

论，认为其为理解榨取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和生态损失提供了新的视角。 福斯特还探讨了榨取主义与人

类世危机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前的人类世危机与资本积累体系密切相关，当前社会斗争的首要任务是对

抗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尤其是反对榨取主义，而只有建立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让生产者合理调节人

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全球危机。
本杰明·塞尔温和查里斯·戴维斯（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ｅｌｗｙｎ ＆ Ｃｈａｒｉｓ Ｄａｖｉｓ）探讨了企业素食主义（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 ｖｅｇａｎｉｓｍ）的兴起及其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素食主义”概念。［３９］ 塞尔温和

戴维斯指出，许多转向植物基食品市场的公司实际上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这些公司通过收购植物

基食品品牌来提升其环保形象和扩大市场份额，同时继续从事大规模肉类生产等对环境有害的活动。
塞尔温和戴维斯认为，这种企业素食主义策略加剧了动物苦难、人类剥削和环境破坏，无法真正解决环

境和社会问题。 塞尔温和戴维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素食主义的概念，主张通过控制“生产的起点”（决定生

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和产品的分配方式来实现食品生产的转型。 社会主义素食主义的核心在于通过工

人、社区和消费者的民主控制来实现食品生产的民主化，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控制。 塞尔温和戴维斯进一

步讨论了社会主义素食主义的具体实践方法，包括使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工

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等等。 塞尔温和戴维斯指出，社会主义素食主义不仅是饮食的变革，更是对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挑战，为全球气候危机与粮食短缺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约翰·巴克达尔和保罗·哈里斯（Ｊｏｈｎ Ｂａｒｋｄｕｌｌ ＆ Ｐａｕｌ Ｇ． Ｈａｒｒｉｓ）认为，资本主义对增长和利润的

追求与生态可持续性存在根本矛盾，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减缓政策”与“适应政策”难以奏效，只有以民主

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推动社会经济彻底转型，才能应对气候危机。［４０］巴克达尔和哈里斯指出，尽
管国际社会长期致力于减缓气候变化，但收效甚微，温室气体排放依然持续攀升。 气候危机应对失效的

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及其增长至上逻辑；资本主义通过“剥夺性积累”和生态不平等交

换攫取利润，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已接近极限，气候危机将会加剧阶级矛盾，可能引发社会崩溃。 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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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和哈里斯指出，主流政策框架仅强调技术调整和能源转型，却回避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挑战，导
致减缓与适应政策双双失效；当前制定的减缓目标因地缘竞争、技术依赖及企业利益阻挠而难以实现，
适应政策也因资本主义的短视而受到极大制约，一些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贫穷国家因资金

匮乏而无法实施有效的适应政策。 巴克达尔和哈里斯认为，真正的转型需要以民主生态社会主义为核

心，通过长期规划和资源公平分配避免资本主义的短视与剥削，其内容涵盖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满
足基本社会需求的经济导向、高度的社会平等以及代表性和参与式民主。

卡洛斯·马丁内斯（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考察了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平衡方面做出的努力，
特别是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及其全球影响。［４１］ 马丁内斯认为，中国虽然在推动工业化和扶贫过程中

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不过近年来，中国通过减少煤炭使用、发展可再生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发展绿色交通和推进城市森林建设等措施，积极应对环境挑战，中国的这些努力不仅改

善了国内环境状况，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马丁内斯对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肆

意夸大中国责任并无端指责中国的行径进行了批判。 马丁内斯指出，虽然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处于高位，但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 此外，中国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为发达

国家生产商品和服务，而发达国家通过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逃避自己的环境责任。 马丁内斯认

为，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肆意夸大中国责任并无端指责中国是出于政治目的，旨在转移公众对其自

身环境政策失败的注意力，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分享绿色技术和经验，推动全球可持续

发展，中国的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改善全球环境状况，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八、帝国主义理论研究

大卫·坎普曼（Ｄａｖｉｄ Ｋａｍｐｍａｎｎ）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演变

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４２］坎普曼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用全球资本主

义取代了帝国主义概念，这种理论上的转变导致他们对全球南方现有的社会主义实践项目持否定态度。
坎普曼并认为，帝国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维持对全球南方的经济剥削和政治

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支持者的角色。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支持

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削弱了全球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 坎普曼呼吁重新审视

帝国主义概念，支持全球南方的社会主义项目，以实现真正的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和全球公平正义。
一些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持否定态度，约翰·贝拉米·

福斯特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根源和影响。［４３］福斯特指出，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否定源于

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相对削弱，以及全球南方前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经济的崛起。 福斯特指出，列宁不仅关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横向冲突，还强调了帝国主义

国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而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析等后

续理论发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帝国主义的理解，这些理论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剥削行为

及南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提供了解释。 福斯特对部分西方左翼学者将中国污蔑为帝国主

义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这些指控缺乏事实依据，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政策与帝国主义有着本

质区别。 福斯特指出，西方左翼之所以否定帝国主义理论，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欧洲中心论偏见、资本意

识形态霸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认为否定帝国主义理论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也削弱了左翼在反帝国

主义斗争中的力量。 福斯特强调，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理论对于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至关重要，
左翼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支持全球南方的革命运动，反对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共同推动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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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德博拉·马查多·努内斯（Ｄéｂｏｒａ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Ｎｕｎｅ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在分析金融化资本

主义动态、全球化工人阶级的崛起以及指导外围国家的变革性实践方面的理论贡献。［４４］努内斯首先对依

附理论中的“韦伯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作了区分。 韦伯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认

为依附是外围国家发展的条件之一，主张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马克

思主义传统则认为依附是外围国家发展的一个结构性障碍，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其经济发展受到核心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同时外围国家存在独特的超级剥削现象。 努内斯认为，尽管当

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核心特征仍然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的描述一致，如垄

断、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国际资本流动和世界阵营划分等。 努内斯主张将依附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相

结合，认为依附理论可以为理解当代帝国主义提供重要的理论框架；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加深入地分

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特别是金融化资本主义如何影响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 这种综合

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论发展，还可以为外围国家的变革实践提供指导，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资本主义体系

的挑战。
威廉·罗宾逊（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批判了当前左翼对帝国主义的简单化理解，认为需要重新思考

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概念。［４５］罗宾逊反对将帝国主义解释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压迫，认为帝国

主义是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剥削和积累过程。 罗宾逊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演变，特别是跨国资

本的崛起及其对全球劳动的剥削，强调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罗宾逊认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

资本家也参与了全球剥削，因此帝国主义并非仅是西方的现象。 罗宾逊批评传统左翼将“反帝”与“反
美”直接等同的做法，认为其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资本所具有的剥削性。 罗宾逊主张采取一种跨国的阶

级视角，反对将帝国主义简化为国家间的冲突，主张关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球阶级关系。 罗宾逊强

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无论其发生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同
时应全力支持全球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以实现真正的国际主义。

罗宾逊的观点引发了许多争议。 比如，大卫·莱伯曼（Ｄａｖｉｄ Ｌａｉｂｍａｎ）指出，罗宾逊的理论低估了民

族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性演变中的持续作用，即民族国家是推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积累的核心工具，而
当前跨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仍依赖既有国家体系的政治、军事和金融资源，未能真正脱离帝国主义逻

辑。［４６］此外，莱伯曼批评罗宾逊一方面过度强调跨国资本的全球同质性，另一方面完全否定全球北方对

全球南方的支配关系。 许准（Ｚｈｕｎ Ｘｕ）认为，罗宾逊未正确把握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特征，低
估了美国霸权在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作用。［４７］许准指出，帝国主义仍然是当前全球等级体系

的核心特征，美国及其盟友仍通过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霸权主导世界秩序，跨国资本的扩张并未脱离

传统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支撑。 许准指出，当前的社会主义斗争迫切需要凝聚共识，将反对帝国主义

（尤其是反抗美国霸权）作为一切斗争的核心。
在另一篇论文中，罗宾逊回应了学界对其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４８］批评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罗宾

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是理论层面，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干预主义与跨国资本积累之间

的联系；二是政治层面，即在美国霸权衰落、其他国家崛起以及地缘政治对抗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当世界

各地的工人阶级与民众掀起反抗跨国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斗争浪潮时，社会主义者应采取何种立场。
在理论层面，罗宾逊指出，一些批评者要么将经济与政治彻底割裂，要么将二者完全混淆，这些批评者也

未能把握美国干预主义与跨国资本积累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政治层面，罗宾逊指出，这些批评者对于社

会主义者在全球阶级斗争中的立场存在分歧，罗宾逊批评了那些将反帝国主义简化为支持某个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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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国的行为，强调真正的反帝国主义应关注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团结。 罗宾逊在回

应中重申了其跨国阶级分析视角，批评了将帝国主义简单化为国家间冲突的观点，主张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重新理解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内涵。 他呼吁社会主义者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支持全球范

围内的工人阶级斗争，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

九、结　 　 语

２０２４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理论层面和现实问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 在理论研究

方面，国外学者不仅对经典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还积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 在现实问

题研究方面，他们紧密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金融化、生态危机、长期停滞、国际冲突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建议。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坚

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然而，对于个别学者的观点，我们既要看到其合理之处，也要警惕

其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或局限。 比如，长谷清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在生产中创造，而是在交换中形成的，
货币的价值是由其自身的职能赋予的，这种观点显然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 又如，威
廉·罗宾逊对帝国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扩展，不再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从跨国资本的角度界定帝国主

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也被其归为帝国主义。 这种解读显然偏离了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经典定义。
与以往相比，２０２４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保持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但在

研究主题方面有所变化。 在去年的研究报告中，我们总结了近年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持续关注的两

个主题———金融化和数字经济或数字资本主义。［４９］从研究主题来看，金融化仍然是国外学者重点关注的

问题，但数字经济或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热度明显下降。 同时，国外学者围绕价值理论、剥削理论、货币

理论等基础理论的研究明显增多。 这表明国外学者面对当代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
更加重视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从中汲取理论养分，用以构建更为完备和精准的分析框

架。 对于数字经济，国外学者逐渐认识到不应过分夸大其所具有的变革性和解放潜能，因为在资本主导

的社会中，数字技术必然成为资本进一步控制与压榨劳动者的工具。 鉴于此，国外学者直接以数字经济

为主题的研究有所减少，转而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探讨了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等创新对劳动剥削、
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等方面产生的具体影响。 在去年的研究报告中，我们总结了近年来国外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两条主线：资本积累与劳动剥削。 这两条主线不仅贯穿于往年的研究脉络，同样也是 ２０２４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 基于对当前研究趋势的观察与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积累与劳动

剥削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议题，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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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Ｒａｊｕ Ｊ． Ｄａ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ｅｔ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２０２４， ５２

（４）： ３９３ － ４１５．

［３］Ｍａｒｋ Ｃｏｗｌ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 ｓ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Ｊ］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 ２０２４， ４８（１）： ９５ － １１７．

［４］Ｄｅｅｐａｎｋａｒ Ｂａｓｕ，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Ｈａａｓ， Ｔｈａｎｏｓ Ｍｏｒａｉｔｉ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５６（１）： ２６ － ５０．

［５］ Ｉｎｇｒｉｄ Ｈａｎ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ｓｔ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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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１４（４）： ５５０ － ５７２．

［６］Ｋｉｙｏｓｈｉ Ｎａｇａｔａｎｉ．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５６

（１）： １１６ － １３１．

［７］Ｃｌａｉｒ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ｉｌｅ Ｃｕｒｖｅ［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５６（２）： ２４７ －２６６．

［８］Ｌｕｉｓ Ａｒｂｏｌｅｄａｓ －Ｌéｒｉｄａ．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Ｌａｂｏｒ Ｔｉｍｅ［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４， ８８（４）： ５７３ － ６００．

［９］Ｋｌｅｍｅｎ Ｋｎｅｚ． 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Ｌａｗ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５６（３）： ４０５ － ４２６．

［１０］Ｔｏｎｙ Ｂｕｒｎｓ．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ｕ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Ｊ］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 ２０２４， ４８（３）： ３３５ － ３５５．

［１１］Ｇｏｎｚａｌｏ Ｄｕｒá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ｅｅｋ：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ｅ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ｒｘ⁃

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２０２４， １４（２）： ２７１ － ２９０．

［１２］Ｎｉｃｋ Ｂｕｒｎ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ｅｂ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４， １４５： ６５ － ８３．

［１３］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Ｍａｒｘ， Ｋｅｙ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Ｊ］．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４８（１）： ２５ －４０．

［１４］Ｍａｒｋｏ Ｌａｈ， Ａｎｄｒｅｊ ＳｕŠｊａｎ．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ａｓｓｔｉｇｅ： Ｂｒａｎｄ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５６（２）： ２１４ － ２３２．

［１５］Ｓｉｇｕｒｄ Ｍ Ｎｏｒｄｌｉ Ｏｐｐｅｇａａｒ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ａｘｉ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Ｏｓｌｏ， Ｎｏｒｗａｙ［Ｊ］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 ２０２４， ４８（３）： ４１９ － ４３７．

［１６］Ｌｕｉｓ Ａｒｂｏｌｅｄａｓ －Ｌéｒｉｄａ． Ｔｈｅ “Ｕｎｐａｉ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Ｊ］ ．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２０２４， ５２（２ － ３）： ３１７ － ３３８．

［１７］Ａｌｐｅｒ Ｄｕｍａｎ， Ａｈｍｅｔ Ｔｏｎａｋ．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５６（２）： ２３３ － ２４６．

［１８］Ｃａｒｌｏｓ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Ｄｕｑｕｅ Ｇａｒｃｉ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２０２４， １４（４）： ６３１ － ６４９．

［１９］Ｃａｒｌｏｓ Ａ． Ｉｂａｒｒａ．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４８（３）： ５２５ － ５４７．

［２０］Ｃｉｈａｎ Ｃｉｎｅｍｒ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Ｅｒｄｏɡˇ ａｎ［Ｊ］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 ２０２４， ４８（３）： ４３９ －４６１．

［２１］Ｅｍｉｌｉａｎｏ Ｂｒａｎｃａｃｃｉｏ， Ｆａｂｉａｎａ Ｄｅ Ｃｒｉｓｔｏｆａｒｏ． Ｉｎ Ｐｒａｉｓ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Ｎｏ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ｅｂ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４， ３６（１）： ２８９ － ３０３．

［２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ａｕｌ．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ａｇ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４， ５６（２）： ２６７ － ２９９．

［２３］Ｊｕｌｉｏ Ｈｕａ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４， ８８（２）： ２１２ － ２４９．

［２４］Ｐａｕｌ Ｂｕｒｋｅｔｔ． Ｅｌｅｖｅｎ Ｔｈｅｓｅｓ ｏｎ Ｍｕｓｉｃ［Ｊ］ ．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４， ７５（１０）： ５６ － ６１．

［２５］Ｍａｒｎｉｅ Ｈｏｌｂｏｒｏｗ． Ｅｎｇｅｌｓ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４， ７５

（１０）： １ － １９．

［２６］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ａ Ｐｉｌｅｔｉｃ＇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４， ３１（２）： ４３８ － ４６２．

［２７］Ｇｅｒｇｅｌｙ Ｃｓáｎｙｉ．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Ｊ］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 ２０２４， ４８（３）： ３９９ － ４１８．

［２８］Ｊａｓｍｉｎｅ Ｃｈｏｒｌｅｙ －Ｓｃｈｕｌｚ．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４， ８８

（２）： ２７２ － ３１８．

［２９］Ｂｒｕｎｏ Ｈöｆｉｇ，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Ｐａｅｓ Ｍüｌｌｅｒ， Ｉｄｅｒｌｅｙ Ｃｏｌｏｍｂｉｎｉ．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 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ｏ Ｒｉｓｅ：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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